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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二元分化及环境驱动因素

仪明洁，曹彧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在亚洲东北部地区，细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气候和环境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学术

界围绕细石叶技术产生很多讨论，其中起源、技术演变及技术类型的区域分布是被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

细石叶技术可分为初始、成熟、简约几个技术发展阶段，压制法的运用是细石叶技术成熟的关键，细小

化的特点决定了各类细石叶使用功能上的区别并不显著。因而在实践层面上，细石叶技术的判定应重视

石核和产品形态、技术生产流程、产品的使用意义、强调剥片策略分析，不应限定细石叶的剥制方法。

末次盛冰期时，华北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日本北部等所构成的“北方区域”形成分别以

船形石核、两面预制的楔形石核为主的二元分化格局，虽然出现过文化上的交叉融合，但是两个区存

在以宽、窄楔形石核为主的现象，二元状态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成熟、分化与

H3、H2、末次盛冰期几次冷事件间有较好的耦合关系，显示出环境驱动力仍然是导致史前人类生存策略

变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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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dichotomous patter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al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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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Upper Paleolithic age, the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survived the 
extreme climatic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Heinrich event and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d 
colonized all the continents except Antarctica, which displayed strong adap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microblade technology emerged as a pivotal factor in human adaptation to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during the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Microblade technology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spark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discussion and debates. Amo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microblade technology, its origins,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echnology types are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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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lade techn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itial, developed and simple.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 and essence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led to varied perspectives 
regarding‌its‌origins.‌If‌pressure‌flaking‌is‌a‌fundamental‌element‌of‌microblade‌technology,‌it‌
may result in the potential omission of early-stage products because practically it is impossible 
to‌accurately‌identify‌each‌pressure‌product.‌In‌contrast,‌ the‌utilization‌of‌pressure‌flaking‌is‌a‌
crucial factor in the developed stage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Although the standardizations 
of‌microblades‌of‌different‌stages‌are‌not‌the‌same,‌their‌features‌of‌microlithization‌determine‌
that their function and use, possibly in composite tools, are similar. Consequently, to achie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and its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the research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should focus on the form of microcores and microblades, 
the technology process, the usage of microblades and the analysis of reduction strategies. The 
microblade technology showed a distinct dichotomous pattern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While bifacially prepared wedge-shaped cores were prevalent in the “northern area” 
mainly formed by northeastern China,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northern Japan, boat-shaped 
cores dominated North China. After the LGM, the improvement of climatic conditions led to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but distinct traditions still existed, i.e., narrow 
wedge-shaped microcores continued dominating the “northern area” and wide ones remained 
popular in North China.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divisio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show 
significant‌correlations‌with‌cold‌events‌such‌as‌H3,‌H2‌and‌LGM,‌indicating‌that‌climatic‌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played critical roles in the change of adaptive strategies of prehistoric 
humans.‌The‌varying‌distribution‌patterns‌of‌microblade‌technology‌in‌different‌regions‌highlight‌
the influence of lo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ersistence of distinct traditions even after cultural integration underscores the 
enduring impact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Keywords: microblade; origin; boat-shaped core; wedge-shaped core; environmental drivers 

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生物种，在起源和适应性演化的过程中，其特殊性表现在生物学

意义上的体质演化和行为意义上的文化演化两个方面。旧石器时代晚期全球气候波动显著，

千年尺度上气候恶化的海因里希事件、末次盛冰期等气候事件频发。在此背景下，解剖学意

义上的现代人拓殖了南极洲之外的各大陆地，展现出强大的文化适应能力。在亚洲东北部地

区，细石叶技术一跃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人类生存的最关键文化因素。在旧石器时代考

古学领域，石器技术的发展及其揭示的人类认知、生存能力的变化是研究的核心内容。细石

叶技术是打制石器技术的巅峰之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并迅速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广泛流

行的文化特征，是学术界多年来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新考古学重视考古材料的客观性，反

对将考古材料视为古代社会原封不动的遗存，要求重视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 [1]。在此理念的

推动下，当今考古学研究不局限于器物本身的研究，强调“透物见人”，即在田野发现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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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运用科学的考古材料和严格的研究方法，从文化系统的各个角度探讨人类行为和社会

的变迁，解读考古现象所蕴含的人类及其行为与思想、社会组织结构、社会习俗、社会发展

状态与过程等信息。从已有的细石叶技术研究成果来看，涉及技术 - 类型分析和理论 - 生态

模拟，涵盖基本的材料介绍、不同遗址的技术对比分析和时空分布，以及行为生态学阐释、

蕴含的人群迁徙与扩散等内容，这些研究让我们对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的发展过程有了比较

清晰的认识 [2,3]。从研究范式上看，包括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视角等，“透物见人”的

理念得到很好实践。不过，当前研究仍有深耕空间，例如在细石叶技术源头、技术演变与扩

散过程、细石叶技术人群参与的早期农业起源进程等方面目前仍存在学术分歧。

本文拟从技术元素的角度剖析细石叶技术的起源过程，强调引起技术转折的关键元

素，梳理不同细石核技术类型分布区域，以环境变迁作为古人类技术扩散、革新的基本背景。

1 压制法：起源争议的关键技术元素

关于细石叶技术的起源地主要有“华北地区起源说”、“西伯利亚起源说”、源自

蒙古中东部地区等观点 [4-6]。近年来，由于东北地区发现了一系列细石器遗存，因而又出

现了“东北地区起源说”[7]。“东北地区起源说”认为，所谓“以两面预制的楔形细石叶

石核和压制剥片为特征的北方系细石叶工业”是在初始细石叶技术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标

准化的结果，初始细石叶技术源自西伯利亚南部。此假说可能引起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没有

明确初始细石叶技术的性质，即初始细石叶技术是否能够划入细石叶技术的行列？若否，

冠之以“细石叶技术”的称谓，即便有“初始”为限定，仍易导致误解。鉴于类似的情况，

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内涵加以清晰界定。

多数持“华北地区起源说”观点的学者是基于年代学信息得出的认识，陈胜前则通

过古环境模拟重建，认为细石叶技术产生于末次盛冰期前后的华北腹地 [8]。梳理中国北方

地区的细石叶技术遗存可以发现，在大约距今 2.6 万年出现一个显著的文化转变，即典型

的细石叶技术产品在柿子滩 [9]、下川 [10]、龙王辿 [11]、油房 [12]、西施 [13,14]等遗址中出现（表 1），
该技术广泛分布于广袤的华北地区，细石核具有成熟、稳定的剥片特征，细石叶剥片疤痕

浅平、平行，根据实验考古的结果 [15] 判断该类石制品基本属于压制法产品。基于近年来

更多此类典型的细石器考古材料和测年成果的公布，有学者进一步陈述了细石叶技术华北

地区起源的可能性 [11]。

前述华北地区距今 2.6 万年前后的几批材料，从年代上的确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熟的

细石叶技术产品，分布地域广，显示出短期内迅速成熟、广泛扩散的特点。一般意义上，

事物的发展过程有阶段性，成熟细石叶技术的前身何在？除年代数据外，技术因素分析也

是讨论细石叶技术源头的核心要义。细石叶技术出现之前，中国北方地区以硬锤直接剥片、

砸击剥片的石核 - 石片技术为特点，其预制、定向剥片等特征不明显甚至可以说缺失，有

学者称该现象为技术的断裂 [16]。可以说，细石叶技术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因素在旧石器时

代晚期末段的中国北方地区短期内异军突起，因柿子滩、油房等材料的发现而被认定为起

源地，未考虑技术发展的阶段性演变，这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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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细石叶技术的界定标准是探讨其起源和古人类区域适应的前提 [17]。细石叶技术

（microblade technology）是以细石叶为终极目标的生产技术，而非用来加工、修理工具

的技术，该技术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东亚、北亚及北美地区广泛存在。细石叶技术具有剥

片计划性，剥片前的预制程序复杂，剥片过程有定向、标准化的特点，存在对细石核的一

系列预制，以达到规整其形制的目标，从而利于连续、成功剥片，其最终目的是生产两边

刃平行、厚薄较均一、形制规范、便于携带的细石叶。有学者将压制作为细石叶技术的关

键因素，并基于此讨论细石叶技术的起源问题 [15]。不过，实验考古显示，通过直接法、

间接法、压制法都有可能生产出细石叶 [18]。在石叶小型化理念实践过程中，随着压制法

的结合运用出现成熟的细石叶生产。辨识出考古出土的最早阶段的压制法产品生产并非易

事，若以压制法的运用作为细石叶技术出现的判定标准，操作层面的难度基本难以实现。

此外，进入全新世以后，在西樵山 [19]等遗址中出土了形态并不十分规范的细石核和细石叶，

表 1  本文涉及的中国考古遗址信息
Tab.1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archaeological sites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遗址名称Site 遗物类型Material
年代数据

Uncalibrated (BP)
校正后数据

Calibrated(cal BP)
测年方法Dating 

method
年代文献

Reference

西山头Xishantou 石叶石核、石叶、细石器、

尖状器、刮削器

23680±170 28296~27432 14C [21]

23610±80 27895~27648

西沙河Xishanhe 石核、石片、细石器、

端刮器等

22680±80 27251~26480 14C [22]

22800±90 27314~26965

22690±90 27260~26481

23070±90 27611~27209

柿子滩S29
Shizitan Locality S29

石叶、细石器、

研磨器、端刮器等

21690±80 26230~25800 14C [23]

20010±70 24212~23840

19650±80 23842~23360

下川xiachuan 细石器、研磨器、雕刻器、

锛状器、石镞等

27000~25000 14C [10]

龙王辿Longwangchan 细石器、研磨器、

工具类及装饰品

24145±55 28617~28007 14C [11]

22230±55 26890~26322

油房Youfang 石叶、细石器、端刮器、

尖状器等

距今2.6~2.7万年 OSL [12]

西施Xishi 石叶石核、石叶、细石器、

工具等

距今约2.5万年 OSL [13]

二道梁Erdaoliang 细石器、工具、磨制骨锥 18085±235 22482~21300 14C [24]

林富Linfu 细石器、雕刻器、端刮器 17192±70 20908~20549 14C [25]

桃山Taoshan 细石器、斧形器、锛状器等 12580±50 15161~14566 14C [26]

13990±50 17310~16830

籍箕滩Jijitan 细石器、锛状器、石矛头等 13000~16000 14C、OSL [27]

于家沟Yujiagou 细石器、研磨器、石矛头、

锛状器、尖状器、研磨器、

磨光石斧等

12170±50 14305~13859 14C [28]

13020±40 15758~15401

柿子滩S9 Shizitan 
Locality S9

细石器、端刮器、刮削器等 12700~11600 14C [29]

水洞沟12地点

Shuidonggou Locality 12
细石器、研磨器、

磨光石斧、骨器

9240±30 10508~10264 14C [30]

* 本表格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如原作者未提供校正数据，均使用 OxCal 4.4[31] 软件统一校正，校正曲线为 IntCal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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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压制特征不明确，石核多为简单预制甚至不经预制的块状毛坯，形态的标准化程度较低。

与细石叶技术具有相似的预制和系统剥片特征的石器技术为石叶技术（图 1），最著名

的发现即水洞沟第 1 地点的材料 [20]，但材料零星、短暂，且年代与 2.5~2.6 万年具有压制法

特征的细石叶技术遗存不连续。距今2.8万年的西山头遗址 [21]和距今2.7万年的西沙河遗址 [22]

是目前中国北方地区仅有的两个年代早于下川、柿子滩、龙王辿等遗址的细石器层位，有石

图 1  不同发展阶段的细石核
Fig.1  Microcores o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材料分别归属于：1. 西山头遗址 [21]；2-4. 西沙河遗址 [22]；5. 柿子滩 S29 地点第 7 文化层 [23]；6-7. 龙王辿遗址 [11]；8. 柿子

滩 S29 地点第 6 文化层 [23]；9-10. 下川遗址小白桦圪梁地点 [10]；11. 二道梁遗址 [24]；12-14. 林富遗址 [25]；15：桃山遗址 [26]；

16. 籍箕滩遗址 [27]；17. 于家沟遗址 [28]；18-21. 水洞沟第 12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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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预制、系统剥片、小石叶与细石叶共生的遗址。这两处遗址的细石核形态不规范、个体大、

剥片疤痕的形态规范性低于后一阶段，以锥形为主，细石叶宽度变异范围大。此外，小石叶

石核与细石核共生，二者间大小有一定差异却没有明显界限，技术特征的差别也并不显著，

都存在预制石核、定向剥片、剥片疤痕有一定平行性但低于压制法剥片的细石叶技术产品。

西樵山等遗址晚期材料的细石核上表现出一定“简约化”现象，预制不明显、形态规范度低，

还缺失小石叶石核的器物组合。从距今 2.7~2.8 万年到全新世早期，细石叶技术从初始阶段

走向成熟，之后又发展出了“大巧不工”的简约化特征，细石核的尺寸有逐渐变小最终又变

大的趋势，细石叶技术的生产理念并未改变，导致产品形态改变的关键可能在于生产过程中

压制法的运用与否。压制法的运用是细石叶技术成熟的关键，但是在技术和文化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对细石叶的形态规范要求降低，相应地变化为简约式的生产。

无论是预制核身、剥片面，还是采用压制法和间接法，最终目的都在于确保产品的

标准化，因此对细石叶技术的判定和分析，特别是萌芽阶段的细石叶技术，要重视石核和

产品形态、技术生产流程、产品的使用意义，强调剥片策略分析，即是否有特定的预制过

程以将产品的形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理念，而非限定细石叶的剥制方法，在实践层面上

更具有可操作性。

2 技术溯源

前文指出，细石叶技术随着压制法的运用而成熟，此前阶段的初始细石叶技术以西

山头、西沙河的材料为代表，能够与成熟细石叶技术建立技术关联。那么，是否可以就此

认定，西山头、西沙河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就是最早期的细石叶技术呢？按照本文对细石叶

技术的内涵界定，将研究视野扩大，还能发现与西山头、西沙河同类的考古遗存出现在阿

尔泰、泛贝加尔地区。这些材料曾受到各种否定，有学者因其压制法特征不显著而质疑其

技术属性 [15]。还有人批判性地认为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叶技术与细石叶技术相联系的

观点是一种“单线进化论”的思想 [34]；并提出“真正的细石叶技术”是一种“产品高度

标准化、厚大约 2 mm、长 15~50 mm、宽 2~7 mm，具有始终平行的侧边，并从预制好的

楔形或窄面石核上剥制”[34]，是在末次盛冰期来临之时狩猎采集者面对环境挑战而诞生的

新技术 [33]；认为石叶和细石叶的剥片序列不同，细石核需要预制毛坯，而“石叶石核在

准备台面前不存在任何预制”[34]。

相比之下，不少学者指出阿尔泰地区细石叶技术和石叶技术间存在关联性或连续演

化过程，并强调该地区“原楔形石核（proto-wedge-shaped cores）”和“窄面石核”的重

要性，将其视作成熟的楔形细石核的先驱 [35-37]，包括预制棱脊引导并连续剥片、利用石核

窄面以及对石核末端的修理 , 等等。阿尔泰地区的 Ust-Karakol-1 遗址出土的细石核有属

于预制核身和底缘留下的片疤。与 Ust-Karakol-1 邻近的 Kara-Bom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其地层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剥片策略，即棱柱状石叶石核和窄面石核 [38]。该遗址生产的产

品体型相差很大，其中棱柱状石叶石核有时可以产生非常长的大型石叶，这些石叶往往经

二次修理，其功能和使用方式显然与窄面石核所生产的细小石叶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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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拼合组 [39]，这件石核的原型来自于一件生产中型石叶的半棱柱状石核，在经过修整

后，其侧面被继续开发生产细小石叶。无论从石核形态、剥片策略、预制方式还是其片疤

反映出的产品尺寸来看，这件石核都已经非常接近楔形石核。Ust-Karakol-1 遗址第 8~11
层少量石制品组合的技术与形态表现出了与以石叶 - 尖状器为代表的旧石器中期遗存的相

似性，例如一件双面向心剥片的石核以及少量两面器和尖状器，但具有这些特征的石制品

数量逐层减少 [40]，主要表现为通过平行剥片从棱柱形、楔形和锥形石核上获取细长的石叶。

Ust-Karakol-1 遗址的第 11 层中发现了 17 件细石叶和 11 件细石核；第 10 层仅发现了细石

叶，未发现细石核；第 9 层有 3 件楔形石核、2 件锥形石核和 29 件细石叶。其中，第 11
层发现的产品表现出了细石叶技术的基本特征，第 9 层已经发展为较标准的细石核，且细

石核展现了“一种将剥片面转换到窄面的尝试”，保留了预制和剥下鸡冠状脊的证据 [41]。

此类遗址还包括俄罗斯阿尔泰地区 Anui 的第 2 地点 [36,42]、泛贝加尔地区 Kamenka 遗址 [43]

和蒙古国的 Tolbor-15[44] 遗址等。尽管这些细石叶生产和与成熟的细石叶遗存相比不够系

统 [45]，表现出技术的原始性，在遗址中所占的比重也小 [46]，但是这些表现是技术在起源

阶段的必然特征，不能以细石叶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时的各项标准衡量其早期状态。

上述材料的年代早于西山头遗址的数据。以 Ust-Karakol-1 为例，第 9 层 14C 测年数

据为 33,400±1285 BP 和 29,720±360 BP、底部 14C 数据为 29,860±355 BP，第 10 层顶部测

年为 35,100±2850 BP[36]，校正值最早超过距今 3.5 万年。位于贝加尔湖东南侧的 Tolbor-15
遗址和 Kamenka B 遗址的年代略晚，前者为 28,460±310 BP[47]，后者的年代数据最早的

为 28,815±150 BP，最晚的是 24,625±190 BP。虽然与西山头、西沙河遗址在时间、空间

上均存在一定缺环，但有共性，特别是西山头遗址与阿尔泰、泛贝加尔地区的材料均处于

50°N 上下的位置。年代上看，这些遗存的年代有自西向东由早到晚的趋势，不妨推测：

初始细石叶技术自阿尔泰地区萌生后随人群迁徙与技术交流向东南方向扩散，Tolbor-15
遗址和 Kamenka B 遗址在其扩散路线上，西山头、西沙河均是技术传播、人群交流的产物，

只是囿于材料的限制，目前尚无法获知更清晰的路线图。

3 成熟后的二元分化

西山头、西沙河遗址的年代接近，均出土了初始细石叶技术产品。地理位置上来看，

西沙河遗址与油房、柿子滩、龙王辿等遗址近，西山头遗址所在的黑龙江省是中国纬度位

置最高的区域，与华北地区的距离遥远。在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区域最早集中出现

使用压制法的成熟细石叶技术，而东北地区的成熟细石叶技术年代偏晚，但并不能据此推

定后者是受到华北地区的技术影响。

王幼平先生将片状毛坯、经两面或单面加工、台面显得窄的细石核称为窄台面类型 [2]，

俄罗斯远东地区到北海道等日本东北地区的涌别细石核与之同类。宽楔形石核的生产流程

与窄楔形石核并非截然不同，只是前者的剥片面、台面的宽度与石核高度相比显得更宽（图

2）。 从大约距今 2.7 万年到距今 1 万年左右，华北地区的细石叶技术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

如下阶段：第一阶段为细石叶技术发展的初始阶段，细石核多采用块状毛坯，产品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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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较低，压制法特征不明确；第二阶段为细石叶技术的成熟期，以下川、柿子滩、二道

梁等遗址为代表，船形石核特征显著；第三阶段为细石叶技术的持续发展期，细石核形态

多样化，宽楔形、锥形、半锥形、柱形等多种石核共存 [3]。相比之下，东北地区的细石叶

技术早期演进过程因现有材料的不足而不衔接，但若在更广阔的东北亚视角下，西山头所

在的区域与俄罗斯远东、日本列岛北部的纬度位置相近，有东北亚地区的“十字路口”[7]

的区位地理特征，该广泛区域可以追溯到的成熟细石叶技术产品来自北海道，年代约为距

今 2.4 万年 [48]，其细石核特点为两面预制的楔形石核，以涌别技法最具特色，剥片面相对

图 2 宽楔形石核（a）与窄楔形石核（b）示意图
Fig.2  The diagram of broad (a) and narrow (b) types of wedge-shaped cores

图 3   本文涉及的遗址及二元格局示意图
Fig.3 Archaeological sites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and sketch map of dual patter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363‌•3 期 仪明洁，等：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二元分化及环境驱动因素

较窄、石核体高，与宽楔形石核技术类型在剥片面高宽比上相区别的，可称为窄楔形石核

技术类型。吉林省大洞遗址的年代距今 2.1 万年的细石核也是窄楔形石核为主 [49]，黑龙江

的桃山遗址则为距今 1.9~1.4 万年 [26]，但在泥河湾盆地的虎头梁和籍箕滩等遗址，石器技术

则处于更晚一个阶段，其中柿子滩遗址 S9 地点也有零星的窄楔形石核发现，再向南则不见

该技术类型 [2]，可以看出窄楔形石核在末次盛冰期时从高纬度区域传播并逐渐向南扩散的

趋势。在距今 2.6 万年前后，船形石核率先出现在晋西南地区，随后向周边扩散，较集中地

分布于华北地区，向北零星地到达了林富遗址 [25] 所在的松嫩平原。这两个节奏相似的不同

细石核技术类型的出现与扩散进程反映，华北地区的船形石核 - 宽楔形石核与东北地区的

窄楔形石核发展过程是独立的，该现象可称为细石叶技术的二元分化，即末次盛冰期阶段，

细石叶技术在华北地区与中国黑龙江、俄罗斯远东、日本东北地区两个区域分别发展成两

套系统，即船形石核 - 宽楔形石核技术类型、窄楔形石核技术类型，随后，分别对周边地区

产生辐射影响，出现交叉融合，但两个区域的二元状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图 3）。

4 环境的驱动作用

对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改变的驱动因素的探讨中，部分学者强调人口因素 [50]、资源

因素 [51] 的重要性。对人口问题的探讨受限于考古材料特别是古人类化石材料，影响资源

丰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环境变迁，因而对环境驱动力的探讨是开展旧石器时代技术起源与

扩散的有效途径。时至今日，环境的变化仍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对于旧石器时代

的古人类而言，环境无疑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项关键因素。

古环境研究显示，更新世晚期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频繁，距今 4~1 万年的冷气候阶

段包括海因里希事件（Heinrich event，从年轻到老被标记为 H1、H2、H3……）、末次盛

冰期等。通过对冷气候阶段的年代梳理，我们发现气候起伏与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早期扩

散、技术的成熟与分化历程间有较好的耦合关系（图 4）。

H3 事件发生于距今 3~3.6 万年期间，从气候记录来看，该阶段的气候显著转冷 [53]，

甚至有的气候指标显示出比末次盛冰期阶段更为恶劣的走势。时间上，H3 覆盖了阿尔泰

地区的 Ust-Karakol-1 遗址、贝加尔湖东南侧的 Tolbor-15 遗址和 Kamenka B 遗址等初始细

石叶技术遗存的年代。H3 事件结束后，气候略有回暖，但幅度不大，在此短暂期间，初

始细石叶技术扩散至中国华北、东北地区。一些气候指标显示 H2 事件可能开始于距今 2.6
万年左右 [48,51]，受年代精度所限，目前尚不能准确判断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的成熟发生在

H2 事件之前还是期间。在距今 2.5 万年前后，随着 H2 事件巅峰的到来，气候极度恶化而

剧烈降温，随后进入末次盛冰期，在此期间，华北地区的细石叶技术转变为船形石核、东

北地区发展出窄楔形石核技术体系。末次盛冰期后，细石核形态呈现多样化风格，但主体

上仍属船形石核 - 宽楔形石核、窄楔形石核二元格局。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距今 3~3.6 万年期间的气候恶化是影响石器技术变化的关

键。细石叶技术的特点包括对优质原料的高效利用、产品标准化、轻便易携带等，对寒冷

气候的生态适应优势显著 [54]。干冷气候的出现导致古人类生存压力变大的情况下，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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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石器技术上的优化需求，在石叶小型化的过程中萌生出初始细石叶这类更进一步的细

小产品，细石叶技术可能由此而生。H2 事件的到来导致古人类对技术优化的需求进一步

提升，压制法优势凸显，进而出现成熟细石叶技术的迅速扩散。

末次盛冰期时全球气候变冷，气温的下降导致两极冰盖面积扩大，海平面大幅度下降，

海岸线退缩，浅海大陆架因此大面积暴露。不同古气候模拟显示的海平面下降幅度略有差

异，可保守地采用 120 m 这一数值 [55]，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大部分区域暴露出水面，

日本列岛北端也跟大陆相连 [56]。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得出的生态模拟表明，全球地表植被

带随着末次盛冰期气温的下降发生变化，华北地区及周边大陆架、朝鲜半岛属于草原带，

俄罗斯远东、日本东北部地区、中国东北地区及周边暴露的大陆架生态条件接近，成为草

原苔原带 [57]。这种植被带构成情况恰好与船形石核 - 宽楔形石核、窄楔形石核二元体系

的相耦合，反映出两套细石叶生产系统在末次盛冰期分别生成。由于两类人群对不同生态

位的适应，在后续的文化演进中出现二元分布的格局。末次盛冰期后气候转暖，二元格局

下人群间有技术和文化交融，但主体文化特征并没有被改变。

致谢：裴树文研究员对本文的写作、修改提出建设性意见，谨致谢忱！

图 4   综合海洋钻探计划 U1308 岩芯显示的气候记录 [52] 与细石叶技术变化示意图
Fig.4  Climate records from 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 site U1308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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